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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技术官僚在产业行政中的定位

———以铁路管理制度变革为背景

马陵合　 吴　 方

　 　 〔摘要〕 　 北洋时期ꎬ 铁路技术人才培养的主导权逐渐被中央政府交通部所控制ꎬ 技术人

员也被纳入官僚体系之中ꎬ 技术官僚成为新型文官的构成部分ꎮ 技术官僚与技术管理机构主要

集中在中央一级ꎬ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产业行政的专业化管理能力上的差异愈趋加大ꎬ 中央部门

的技术优势有效地遏制了铁路管理中地方分权的势头ꎮ 铁路部门中技术官僚体系的成型ꎬ 与清

末以来铁路集权化管理体制的进程是相契合的ꎮ 此既可视为技术与政治关联性增强的典型ꎬ 也

折射出铁路与其他交通行业、 工商实业部门的差异性ꎮ 铁路技术自主化所衍生的路权嬗变ꎬ 也

是近代中国集权化政治的构成要素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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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规划、 修筑和管理需要专门的技术人才

和管理人才ꎮ 在近代中国铁路的起步阶段ꎬ 表现

出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高度依赖ꎬ “借材异域”
现象较之其他产业部门更为突出ꎮ 为摆脱列强对

华铁路控制ꎬ 实现铁路技术的自主化是近代中国

铁路管理发展的内在要求ꎬ 培养铁路工程技术人

员ꎬ 扩大技术官员行政管理权限ꎬ 是与铁路发展

相伴而生的ꎮ①在近代中国ꎬ 存在着铁路行业管理

中央集权化的趋势ꎬ 与此相适应ꎬ 技术教育的主

导权和技术人才的控制权ꎬ 逐步由地方转向中央

政府ꎮ 清末时期ꎬ 中央与地方均承担铁路人才培

养责任ꎮ 地方所办的铁路学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

响ꎬ 尤其受到财力的制约ꎬ 大都难以持久ꎮ 民国

以后ꎬ 随着中央集权化交通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定

型ꎬ 技术人才培养的主导权完全控制在中央政府

手中ꎬ 同时将技术人员纳入官僚体系之中ꎬ 技术

官僚成为新型文官的构成部分ꎮ 技术官僚是指政

府中拥有专业背景、 进行业务性管理的中高层官

员ꎮ 技术官僚与其他官僚的区别在于接受过专业

教育与训练ꎬ 具有事务官的特点ꎮ “技术官僚往

往是技术渗入国家的发展的明显结果ꎮ 技术官僚

不是政治当事人ꎬ 但往往对政治当事人产生影

响ꎮ”②这类官僚是工业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专

业技术人才ꎬ 他们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职权ꎬ 为

转轨时期的威权政治提供了较为理性的治理基础ꎮ
技术官僚不仅是产业行政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和决

策者ꎬ 要解决专业技术问题ꎬ 还要担当起利益整

合、 意见表达的行政责任ꎮ③北洋时期ꎬ 因为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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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ꎬ 技术官僚呈现出较为独特的演进轨迹ꎬ
既有着集权文化的背景ꎬ 也有着自身的局限ꎬ 作

用是有限的ꎮ

一、 铁路人才培养体系由分散趋于集中

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是晚清第一所专门培

养铁路技术人才的教育机构ꎮ １８９６ 年ꎬ 盛宣怀在

上海创办南洋公学ꎮ １９００ 年夏ꎬ 在新建的上院

(即大学) 内设立铁路班ꎬ 收容因战乱南迁的北

洋师生ꎮ 铁路班被蔡元培称为南洋公学 “高等教

育之发端”ꎮ④１９０９ 年 ９ 月ꎬ 邮传部铁路管理传习

所成立ꎮ 山海关铁路学堂与南洋大学铁路专科是

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新型交通专业人才培养机构ꎮ
在晚清时期ꎬ 铁路专业学堂办学主体多元化ꎬ 在

技术人才的培养上ꎬ 中央与地方都参与其间ꎮ 只

是这种中央与地方同时办学的格局ꎬ 仅仅出现在

清季最后几年地方兴办铁路热潮中ꎬ 地方办铁路

学堂的基础并不稳固ꎮ
张之洞较早提出要重视培养铁路专门人才ꎮ

１８９６ 年 ２ 月ꎬ 他在 «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

折» 中称ꎬ 地方也要创办铁路学堂ꎬ 为地方发展

铁路储备人才ꎬ “备本省他时之用”ꎮ⑤１９０６ 年ꎬ 张

之洞筹拨经费收购日本东京路矿学堂后ꎬ 迁徙校

舍至小石川区水道町ꎬ 改名湖北铁路学堂ꎮ 该校

聘请日本岩仓铁道学校理事 原浩逸为校长ꎬ 委

派廖正华为驻校提调ꎬ 管理校务ꎮ 该校以培养湖

北官生为主ꎬ 定额为湖北官生 ６０ 名ꎬ 外省附学学

生 ２０ 名ꎬ 学制 ３ 年ꎮ 毕业后ꎬ 湖北官生必须在湖

北就职 ６ 年ꎬ 此间不得赴他省任事ꎬ 违者追回全

部学费ꎮ 湖北铁路学堂于 １９０７ 年迁回武昌ꎬ 已入

学的学生作为肄业生留在日本本町大成学堂继续

学习ꎮ⑥

据学部调查ꎬ 该学堂 １９１０ 年学生共有一百余

人ꎬ 岁费至 ３ 万余元ꎬ “大宗器械、 药品及日本

教员薪金尚不在内ꎬ 用费诚不可谓不巨ꎮ” 但该

学堂 “监督、 监学每周兼教二点四点功课ꎬ 且按

月各支二三十元ꎮ 全堂学生共只三班ꎬ 又何至需

用教员二十一人ꎬ 则冗滥极矣ꎮ 􀆺􀆺该堂各班主

要科目ꎬ 每日皆在下午授课ꎬ 学生断难获益ꎬ 亦

不合教授之法ꎬ 不识课表如此排列ꎬ 究竟何所取

意? 应即责令更正ꎬ 以端其本ꎮ”⑦ 学部的调查反

映出该学堂存在诸多问题ꎮ 实际上ꎬ 受制于各种

因素ꎬ 各省铁路学堂教学质量堪忧ꎬ 也难以持久ꎮ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后ꎬ 湖北铁路学堂停办ꎬ 毕业学

生共计 １８０ 多人ꎮ⑧ 清末先后创办的四川铁道学

堂、 皖赣浙三省铁路学堂、 江西全省铁路学堂、

浙江铁路学堂、 湖南铁路学堂等ꎬ 由于诸多原因ꎬ
大都短命夭折ꎮ⑨

随着清末铁路公司的兴办ꎬ 地方政府或地方

铁路公司也纷纷派遣学生到国外学习铁路相关技

术ꎮ 这些留学生中有多大比例回省服务于地方铁

路ꎬ 并没有太多史料可供验证ꎬ 但是ꎬ 改就他业

者应是比较普遍的ꎮ 如 １９０６ 年南浔铁路公司派遣

黄福绵、 王盛春、 郑呈简等 １３ 人赴日学习ꎬ 后吴

文洁一人调往比国学习ꎮ “十三人之中ꎬ 尚有改

习他业者ꎬ 学生回国后ꎬ 不尽服务南浔铁路ꎮ”⑩

不少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菲ꎬ 但最终力所不及ꎮ
１９０６ 年ꎬ 山西巡抚筹款挑选山西大学堂预科毕业

生二三十人ꎬ 赴美学习铁路矿务ꎮ 限于资金ꎬ 此

举没有任何效果ꎮ􀃊􀁉􀁓

北京政府时期ꎬ 在交通部直接控制下ꎬ 形成

了以交通大学为核心的高级铁路技术人才的培养

体系ꎮ 除了与俄国人合办的东清铁路以及外国公

司管理的铁路由他们自行管理外ꎬ 其余的均属交

通部管理ꎮ 交通部内部的教育管理机构也趋于完

备ꎮ １９１２ 年 ７ 月ꎬ 交通部将特别教育事项划归总

务厅编制科掌管ꎻ 路员养成事项归路政司总务科

掌管ꎮ １９１３ 年 ９ 月ꎬ 总务厅编制科改为文书科ꎬ
负责掌管特别教育事项ꎮ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ꎬ 总务厅内

另设育才科ꎬ 负责掌管原来由文书科负责的教育

事项ꎮ １９２１ 年ꎬ 交通部将南洋公学、 北洋铁路官

学堂和邮传部铁路管理传习所三所学堂合并ꎬ 成

立交通大学ꎮ 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ꎬ
交通大学最早在各专业实行第四学年分门 (组)ꎮ
例如ꎬ 土木工程专业在第四学年分为铁道工程门、
构造工程门、 道理工程门ꎬ 以后又增设建设工程

门、 水利工程门等ꎻ 机械工程专业在第四学年分

为铁路机械门、 工业机械门、 自动机械工程门ꎻ
铁路管理科分为铁路管理、 财务管理、 实业管理、
公务管理等ꎮ􀃊􀁉􀁔 通过实验、 实习、 校外参观、 设

计、 专家演讲等多种途径ꎬ 培养能学以致用的铁

路人才ꎮ 如机械工程学科内设有物理、 化学、 电

机工程、 汽车工程、 自动车工程、 机械工程等实

验课ꎬ 有木工、 金工、 高级金工等实习课ꎬ 有车

辆设计、 自动车设计、 大客车车身设计、 机械实

用设计等设计课ꎬ 有机车计划、 发动厂计划、 厂

房计划、 机械计划等计划课ꎮ 这些课程的学分分

别占 到 铁 路 机 械 门 的 ２６％ ꎬ 工 业 机 械 门 的

２７􀆰 ２％ ꎬ 自动机械工程门的 ２９􀆰 ５％ ꎮ􀃊􀁉􀁕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交通部颁布 «交通大学

大纲»ꎬ ５ 月颁布修订后的 «交通大学大纲»ꎮ 同

年 ８ 月又颁布 «交通部直辖大学通则»ꎬ 共计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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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２９ 条ꎮ 按交通部的规定ꎬ 从 １９２０ 年下半年开

始ꎬ 部属大学毕业生由交通部分配到部辖单位去

实习ꎬ 按 ６０ 元、 ５０ 元、 ４０ 元三个等级发给津贴

费ꎮ 实习期满以后ꎬ 大都可以留任ꎮ １９２４ 年以

前ꎬ 毕业生几乎全部服务于交通和邮电等单位ꎮ
１９２８ 年ꎬ 各路员司出身交大三校 (北京、 上海、
唐山) 者有 ７００ 余人ꎬ 虽仅占各路职员总数的

３􀆰 ４％ ꎬ 这批技术人才却有助于促进铁路行业专业

精神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的兴起ꎮ􀃊􀁉􀁖

在技术人员留用上ꎬ 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着

明显差异ꎮ 专业人才优先分发中央各部门ꎮ 新式

专业人才又多喜任职中央ꎬ 这样ꎬ 人数原本有限

的新式专业人员ꎬ 就更难流入地方经济行政部

门ꎮ􀃊􀁉􀁗邮传部尚书陈璧曾电咨驻日大臣李柳溪ꎬ 请

查留日自费铁道专修科学生中 “学力优长ꎬ 确有

心得者ꎬ 开明姓名、 籍贯报部以凭核办ꎮ 闻陈尚

书之意拟调查各该学生以给官费ꎬ 卒业回国令在

本部差遣委用”ꎮ􀃊􀁉􀁘 民国以后ꎬ 中央政府通过建立

相对独立的铁路人才管理体系ꎬ 推行 “交通行政

与交通教育相辅而行” 的政策􀃊􀁉􀁙ꎬ 逐渐形成庞大

和成熟的技术官僚队伍ꎬ 成为铁路管理集权化最

为重要的基础ꎮ

二、 技术官僚纳入产业行政管理体系

北洋时期基本确定由中央政府来培养 “国家

技术官僚”􀃊􀁉􀁚的政策ꎬ 铁路工程师成为中央政府加

强对铁路管控的产业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官僚ꎮ
１９１３ 年ꎬ 交通部成立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ꎬ 制订

铁道建筑标准规则、 桥梁与钢轨标准规范及其他

专业工程标准等技术规范性文件ꎮ􀃊􀁉􀁛这些事关铁路

发展的关键制度的制订和执行ꎬ 均需要专业技术

人员去完成ꎮ 因而ꎬ 在中国近代铁路产业管理体

制变革中ꎬ 这些技术官僚成为中央实现集权式管

理的基础ꎮ
其一ꎬ 中央政府拥有技术层面上的路网规划

权和铁路建设权ꎮ 随着铁路网逐步拓展ꎬ 铁路逐

步成为体现中央政府经济决策的理性化和公共性

的主要渠道ꎮ 要消解地方对铁路产业控制的能力ꎬ
最为重要的是将铁路技术人员纳入中央一级的产

业行政管理机构中ꎬ 使中央政府形成产业管理上

的技术优势ꎮ 换言之ꎬ 清末民初铁路产业政策的

确立ꎬ 不仅仅是存在于一种单纯的政策层面ꎬ 而

且表现为依仗技术官员的支撑ꎬ 约束地方政府和

民营铁路公司影响铁路产业发展的能力ꎮ
谢彬在 «中国铁道史» 中有这样一段关于路

网规划权为何应归诸中央政府的评论:

　 　 我国兴办铁道ꎬ 初非国家主权之发动ꎬ
多出列强政府之要求ꎬ 故国家重要之交通组

织ꎬ 悉变为外人强制力之经营ꎮ 若者利于军

略ꎬ 若者利于殖民政策ꎬ 若者足以攫我工商

业权利ꎬ 无不各从彼邦所欲ꎬ 我之利益未暇

计也ꎮ 无系统ꎬ 无组织ꎬ 自昔已然ꎮ 日俄战

后ꎬ 朝野士夫ꎬ 咸知铁道关系国家存亡ꎬ 干

枝各线ꎬ 不能悉任外人代修ꎬ 群倡收回权利ꎬ
自行建筑ꎮ 而各省自为风气ꎬ 握有自定干枝

之权ꎬ 利益视线ꎬ 集中一省ꎬ 全国共同者ꎬ
未遑计及ꎮ 以故一省之干ꎬ 或计划国防ꎬ 当

作全国大干之枝ꎻ 一省之枝ꎬ 或地当冲要ꎬ
将来且为全国之干ꎻ 或一省以为缓筑之线ꎬ
而全国视为急兴之工ꎻ 或全国须为必经之途ꎬ
而一省目为无关轻重之轨ꎮ 遂致经营方法ꎬ
益各不同ꎬ 而与国家铁道政策ꎬ 益相背驰ꎬ
重以外人所造各路ꎬ 介夫其间ꎬ 连络统一ꎬ
更形困难ꎮ􀃊􀁊􀁒

熊希龄在 １９１４ 年中华全国铁路协会的集会

上ꎬ 曾发表长篇演讲ꎬ 对铁路协会提出四点希望ꎮ
其中第二条ꎬ 就是明确寄望该会技术专家合理设

计全国路网ꎮ
　 　 吾国系集合五、 六民族而成ꎬ 东西不同

风ꎬ 南北各异俗ꎬ 其弊即由于知识之不能交

换ꎬ 文化之不能贯输ꎬ 而其所以不能交换ꎬ
不能贯输之绝大原因ꎬ 即由于无纵横铁路以

利便交通ꎮ 故京奉、 京汉两铁路既通之后ꎬ
南北气象为之一变ꎬ 此近来所众口一辞者ꎮ
如果在吾国内之三大纵线与二大横线次第完

成ꎬ 又何至有如今日之南北各省自为风气ꎬ
满、 蒙、 回、 藏宛若殊方之感慨耶? 惟兹事

体大ꎬ 非仓猝所可成功ꎬ 而一按吾国现情ꎬ
则又旦夕不可缓ꎬ 权衡轻重缓急ꎬ 而先其所

当先ꎬ 后其所当后ꎮ 且其所先所后者ꎬ 均豫

使其一一为自动之计划ꎬ 而着着以统一内政

为进行标则ꎬ 不能不望诸君之各出其心思才

力ꎬ 以按成吾国最精良之铁路计划矣ꎮ􀃊􀁊􀁓

问题是ꎬ 集权化的铁路政策是否是针对经济

落后的一种理性反应? 从国家整体利益层而言ꎬ
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可以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原

则进行路线规划、 建设与运营ꎮ 但是ꎬ 中央政府

对技术官僚的垄断性控制只是集权制铁路管理体

制的一个基础性条件ꎬ 其背后是与政治传统相关

的产业政策倾向ꎮ
近代中国建立集权化铁路行政管理和运营体

制时ꎬ 遇到来自私人企业的冲击力是有限的ꎬ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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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对铁路管理权进行分割的压力却非常明显ꎮ
地方政府独立地控制本地的铁路所面临的困境是ꎬ
无法建立起相应的技术官僚队伍和专业性的管理

机构ꎮ 更现实的问题是ꎬ 地方政府既没有充裕的

财政收入ꎬ 也无法顺利通过资本市场获取建筑铁

路所需资金ꎮ 在近代中国ꎬ 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能

独立地发行铁路债券ꎮ 另一方面ꎬ 中央政府对技

术人才的控制ꎬ 使地方政府无法从技术层面获得

真正意义的自主权ꎬ 中央政府却可以利用技术官

僚通过制定包括轨路、 安全标准和会计统计条例

等ꎬ 使得全国铁路在制度上和技术上呈现出一体

化的状态ꎮ 中央政府即便暂时失去对部分铁路的

控制权ꎬ 当条件允许时ꎬ 地方政府或民间资本控

制的铁路回归到国家铁路网并没有多少制度和技

术上的障碍ꎮ 地方性铁路不仅会直接影响到铁路

产业集权体制的落实ꎬ 而且因为缺乏技术力量的

支撑ꎬ 难以融入国家的铁路网ꎮ 中央政府在与地

方政府、 民间资本争夺铁路控制权的过程中ꎬ 依

仗所掌控的技术官僚队伍逐渐居于优势地位ꎮ 这

种局面的形成ꎬ 可以认为是专制主义传统中知识

控制模式在新经济环境中的延伸ꎮ
其二ꎬ 只有中央经济行政部门具备技术标准

制订与执行的职能ꎬ 专业技术人才会拥有行政权

限ꎬ 进而成为技术官僚ꎮ 北洋政府将专业技术人

员纳入文官序列ꎬ 成为具有明确行政权力的技术

官僚ꎮ 交通部官制中设立了技术官僚的三个等级ꎬ
一是简任的技监ꎬ 二是荐任的技正ꎬ 三为委任的

技士ꎮ 技监的职责是 “承 (交通) 总长之命ꎬ 掌

技术事务ꎬ 技正、 技士承长官之命分掌技术事

务”ꎬ 技监就是交通部主管全国交通技术工作的

高级官员ꎮ 当时技正定额是 ４ 人ꎬ 技士 １０ 人ꎮ􀃊􀁊􀁔

１９１４ 年ꎬ 交通部将铁路管理机构一分为三ꎬ 设置

路政、 路工、 会计三司ꎮ 铁路技术相关事务主要

由路工司负责ꎮ 路工司设有总务科ꎬ 其职掌是:
１. 关于技术工程之统筹规划事项ꎻ ２. 关于技术

上合同契约规章之纂拟事项ꎻ ３. 关于各路技术人

员之考绩事项ꎻ ４. 其他不属于各科事项ꎮ 路工司

工程科职掌: １. 关于测勘路线及购地事项ꎻ ２.
关于铁路工程之计划及改良事项ꎻ ３. 关于铁路工

程之修养事项ꎻ ４. 关于地方公共团体及民业铁路

工程之监理事项ꎮ􀃊􀁊􀁕早期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ꎬ 只

是在铁路修筑中负责技术工程ꎬ 有一定程度上的

技术管理权ꎻ 早期铁路工程师被称为工程司ꎬ 即

隐含他们有管理上的权限ꎬ 有的也有 “委员” 和

“道” 的头衔ꎬ 但尚不足以表明他们拥有清晰的

行政权力ꎮ 交通部设立技术官僚后ꎬ 他们既可以

在部中行使技术上的行政权ꎬ 也可以被派往各铁

路 “兼任” 和 “专任” 各种行政职务ꎮ 只是一些

地位很高的技术官僚与政治的关联还是比较显

著的ꎮ
曾任交通部技监的罗国瑞 １８７２ 年赴美留学ꎬ

为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之一ꎬ 肄业于美国得乐埠

伦斯利亚工程专门大学堂ꎮ 回国后ꎬ 曾参加过京

汉、 粤汉、 滇桂各铁路勘测工作ꎮ 历任江南海关

道、 安南两广勘界事宜专管ꎬ 津浦铁路南段总局

总办等职ꎮ 江浙铁路风潮期间ꎬ 邮传部派罗国瑞

去云南、 广西勘路ꎬ 其背后则有梁士诒、 盛宣怀

的关系在其中ꎮ
　 　 京中诸大老除某邸外ꎬ 多不注意ꎮ 惟盛

宣怀以个人利害ꎬ 故时切忧虑ꎮ 适邮部因某

国人前曾要求中国借款修筑滇缅、 滇桂两路ꎬ
业已定有成议ꎬ 特派久经撤差之津浦铁路南

段总办罗国瑞前往勘察ꎮ 罗为梁士诒之私人ꎬ
此次得差ꎬ 亦梁牵引之力ꎬ 藉此以为将来地

步ꎮ 罗又欲见好于盛ꎬ 因自请节后即出京ꎮ
当留沪半月ꎬ 为盛侦查浙人举动云ꎮ􀃊􀁊􀁖

民国以后ꎬ 罗国瑞任交通部技正ꎬ 不久升任

技监ꎮ １９１４ 年ꎬ 交通部设立路电材料研究会ꎬ 委

任时任技监的罗国瑞为会长ꎬ 并责成罗必须 “破
除情面ꎬ 以改良整顿为前提ꎬ 以任劳任怨为本

职”ꎮ􀃊􀁊􀁗１９１６ 年ꎬ 因与支持帝制的梁士诒及交通系

的关系ꎬ 罗国瑞被交通部停职ꎮ ９ 月ꎬ 罗国瑞由

平政院向交通部提起行政诉讼ꎬ 指控交通部有违

文官保障法草案ꎮ 平政院认为罗国瑞系属技监ꎬ
为简任官ꎬ 交通部以部令将罗国瑞等停职ꎬ “与
元年约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未尽适合ꎬ 与各部官

制亦相抵触ꎮ”􀃊􀁊􀁘 平政院的裁决在法律界和社会舆

论界引起轩然大波ꎮ 罗国瑞因与政治派系关系密

切ꎬ 其作为技术官僚的独立性并不纯粹ꎮ
当然大多数技术官僚主要还是从事业务管理

工作ꎮ 如表 １ 中的技正孙文耀 (１８８９ － １９４９)ꎬ
字仲蔚ꎬ 浙江省嘉善市人ꎮ １９０８ 年上海震旦学院

毕业后ꎬ 考取浙江省第一届官费留学ꎬ 入比利时

罗文大学ꎬ 攻读工程技术、 机械制造及矿冶工程ꎮ
１９１４ 年回国ꎬ 到平汉铁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任工

程师ꎮ １９１８ 年到欧洲考察路政ꎬ 购置机车ꎬ 引进

技术ꎮ 不久ꎬ 调任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科长、 技

正ꎬ 并兼技术委员会、 购料委员会委员ꎬ 主管全

国铁路的设计、 土建、 机车、 机电等建设事宜ꎮ
他所拟订的铁路部分规章制度ꎬ 至二十世纪 ３０ 年

代仍为国内铁路部门沿用ꎮ 另一位技正施肇祥ꎬ
１９２０ 年转任京汉铁路机务处处长ꎮ􀃊􀁊􀁙李壮怀ꎬ 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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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交通部路政司工务科科长􀃊􀁊􀁚ꎬ １９２０ 年升任技

正ꎮ􀃊􀁊􀁛１９１３ 年ꎬ 还是技士的李壮怀赴东北对开海铁

路进行实地查勘ꎬ 并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调查报告

书ꎮ􀃊􀁋􀁒李壮怀曾代表交通部多次参加沧石路的修筑

工作ꎬ 并曾任中华全国铁路协会总务股主任ꎮ􀃊􀁋􀁓

１９１６ 年ꎬ 交通部官制恢复民元的四司制ꎬ 同

时增加技术官室ꎬ “所有技监、 技正、 技士即在

同室办公”ꎮ􀃊􀁋􀁔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交通部设立铁路技术

委员会ꎬ 并公布规则十二条ꎬ 詹天佑任会长ꎬ 沈

琪为副会长ꎮ􀃊􀁋􀁕委员会的宗旨 “为统一及改良铁路

有关技术各事务”ꎬ 下设工程、 机械、 运输、 总

务四股ꎮ 会员基本都是各铁路的总工程师、 工务

主管、 机务主管或车务主管ꎮ “网罗国内外技术

专家为会员ꎬ 制定国有铁路技术统一规则ꎬ 如建

筑标准及规则、 钢桥规范书、 行车规章等ꎬ 均于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公布实施ꎮ”􀃊􀁋􀁖凌鸿勋也称ꎬ
该委员会 “召集各铁路的工程、 机务及运输主

管ꎬ 外籍工程顾问等人员ꎬ 开会商讨ꎬ 集思广益ꎬ
以提出解决各项技术的方案ꎮ 􀆺􀆺铁路技术委员

会的 设 立ꎬ 可 说 是 中 国 铁 路 技 术 标 准 化 的

开始ꎮ”􀃊􀁋􀁗

１９２２ 年 ５ 月ꎬ 总长高凌蔚令裁撤铁路技术委

员会ꎬ 其未完成事务ꎬ 由技术官室继续办理ꎮ􀃊􀁋􀁘技

术官室隶属于参事厅ꎬ 下设工务、 机械、 材料、
制图、 统计五股ꎮ􀃊􀁋􀁙应该强调的是ꎬ 铁路技术委员

会虽然汇集国内外众多铁路技术专家和各路工程

技术主管ꎬ 形成强大的专业技术力量ꎬ 但是并没

有行政权力ꎬ 只是一个研究、 咨询部门ꎮ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交通部部长高恩洪以技术官

室职掌未明ꎬ 权限不清ꎬ 令参事技监会同核议ꎬ
将技术官室改称技术厅ꎬ 设第一至第五股ꎬ 其中

第一股分管铁路ꎬ 其职责包括: １. 关于统一铁路

技术各项标准图样及规章之审订事项ꎻ ２. 关于会

核各种工程机械之建设扩充改良事项ꎻ ３. 关于计

划路线及审查测勘事项ꎻ ４. 关于会核各路材料之

订购及检验事项ꎮ􀃊􀁋􀁚１９２１ 年 １ 月ꎬ 交通部设全国路

线审查会ꎬ 徐世章为会长ꎬ 郑洪年为副会长ꎬ 关

赓麟等人为参议ꎬ 下设技术股、 经济股、 形势股、
历史股ꎮ􀃊􀁋􀁛从政府职能的角度而言ꎬ 由专职技术官

厅负责技术事务的执行ꎬ 由专职委员会研究和确

定基本的铁路技术标准ꎬ 不仅显示出管理专业化、
科学化程度的提高ꎬ 也利于路政之统一ꎮ

为突出技术官员的重要性ꎬ 在交通部官秩等

级中ꎬ 技术官的官等比较高ꎬ 技监为第一等ꎬ 与

次长同级ꎬ 技正分三至五等ꎬ 三等与司长同级ꎬ
技士为四至七等ꎮ􀃊􀁌􀁒交通部根据需要不断增加技术

官额缺ꎮ １９２３ 年ꎬ 叶恭绰在呈大总统文中ꎬ 指

出ꎬ “民国九年窃本部管理路电邮航四政ꎬ 各项

技术均属专门ꎮ 以铁路论ꎬ 治工程者不谙机械ꎬ
治机械者不习工程􀆺􀆺各适不相谋ꎮ 非广集专门

人才ꎬ 实不足以资任使而宏造就ꎮ 乃现行官制仅

止技正四人ꎬ 技士十人ꎬ 较之农商部等数目实为

远逊ꎬ 以之分配ꎬ 每司仅得技正一人、 技士二三

人ꎬ 虽责其殚精竭思ꎬ 而用非所学ꎬ 势难并骛ꎬ
事业废弛于无形ꎬ 人材屈抑而不用ꎬ 甚可惜也ꎮ
查民国二三年间ꎬ 本部两次变更官制ꎬ 均规定技

正十二人ꎬ 技士二十二人ꎬ 盖实有见及此ꎬ 在当

时勉足支配ꎬ 在日后必益不敷ꎮ 惟现当减政之时ꎬ
未宜轻增多额ꎬ 兹拟酌中核定将本部技术官额缺

定为技正十四人ꎬ 技士二十八人ꎬ 庶专门学者可

以稍广登进之途ꎬ 而一切事业亦有力图革新之

望ꎮ”􀃊􀁌􀁓后技士增加到 ３０ 人ꎮ

表 １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交通部技术官员简表

技　 监 技　 正 技　 士

现任 已任 现任 已任 现任 已任

沈琪、颜

德庆

詹天佑、

罗国瑞、

李大受

沙 海 昂、 张

铸、俞 大 纯、

施肇祥、孙文

耀、谢 恩 隆、

陆家鼐、陈定

保、孙 谋、 李

壮怀、 钟 锷、

祖兴襄、宋建

勋、胡 光 杰、

王蔚文、程式

峻、金 涛、 俞

同奎、茅以升

罗国瑞、俞人

凤、沈 琪、 华

南 圭、 徐 中

哲、周 家 义、

陈同寿、曾广

勷、曾 鲲 化、

蔡国藻、任传

榜、刘 景 山、

颜 德 庆、 章

祜、曾 子 模、

卫 国 垣、 曹

璜、陈 瀚、 凌

鸿 勋、 黄 霭

如、李 敏 庠、

李 广 钊、 萨

福均

钱世禄、谢式瑾、刘

鹤山、张实、申湘、胡

士熙、易荣膺、刘公

立、马恩崇、朱惟杰、

常作霖、钱承业、陈

自靖、吴清度、蒋易

均、秦庆钧、秦岱源、

胡国裕、陈海澜、莫

衡、陈衡章、叶麟趾、

李大莹、蔡孝肃、耿

述之、伍锦昌、蔡璐、

余诚栋、顾圣仪、顾

维精、陈锡周、胡树

楫、阮宗和、晏才沛、

方达智、唐荣祚

陈同寿、曾子模、李

壮怀、孙嘉禄、王靖

先、陆 家 鼐、 陈 青

州、曹璜、周思恭、

陈光溥、夏昌炽、秦

铭传、 张 铸、 徐 德

培、杨若、杜立权、

陈定保、伍守彝、李

国骥、陇高显、林大

同、陈 登 高、 周 亮

才、张 毓 骅、 韦 以

黻、李侃、邵玮、尤

乙照、凌鸿勋、丘其

俊、黄 霭 如、 张 善

扬、关 汉 光、 李 毓

岸、宋 建 勋、 鲍 锡

藩、王 良 峻、 邓 益

光、陈天骏、胡光杰

　 　 资料来源: 交通部、 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 «交通史

总务编» 第 １ 册ꎬ 交通部总务司ꎬ １９３６ 年ꎬ 第 １６９ － １７０ 页

伴随着以交通大学为主的近代工程教育的发

展ꎬ 中国铁路技术人员队伍逐步扩大ꎬ 各铁路所

雇用的洋员逐渐减少ꎬ 本土化的技术人员已可以

承担起铁路建设的责任ꎮ 技术人才培养、 使用的

主导权完全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ꎬ 并将技术人员

纳入官僚体系之中ꎬ 形成了技监、 技正、 技士等

技术官秩ꎮ 他们既在诸如技术室、 铁路技术委员

会这样的专业性技术管理机构行使行政权限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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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为路政、 机务及各直属路局的行政长官ꎮ
技术官僚成为新型文官的构成部分ꎬ 行使行政管

理和技术管理双重职能ꎮ

三、 技术官僚与铁路管理集权化制度的推进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交通部召开全国交通会议ꎮ
交通部参事陆梦熊为会议议长ꎬ 技监詹天佑为副

议长ꎮ １２ 月 ２ 日会议开幕ꎬ 交通部部长许世英及

议长陆梦熊说明会议宗旨及希望ꎬ 副议长詹天佑

主持会议讨论ꎬ 代表会员致辞ꎬ 阐明了会议的意

义: “总长对于交通四大政ꎬ 力求进步ꎬ 故有交

通会议召集ꎬ 诚为交通界放一异采ꎮ 盖集路电邮

航四项办事人员聚晤一堂ꎬ 实交通一部分第一次

创举也ꎬ 会员等得以躬逢其盛ꎬ 钦慰莫可名

言ꎮ”􀃊􀁌􀁔会议讨论的范围包括路政、 邮政、 电政、
航政、 交通教育和交通行政等六个方面ꎮ 这次会

议是第一次以交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专业性会议ꎮ
会议通过了 «拟请组织全国路线测勘队案» «拟
请设立总调车处案» «拟请各路设立商务调查员

案» «拟请筹资自办枕木案» «拟请及时扩充航政

案» 等 ５ 个议案ꎬ 对铁路勘测、 修筑、 运营都提

出了具体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ꎮ ２６ 日ꎬ 会议闭

幕ꎬ 詹天佑代表全体会员致辞称: “会员等管蠡

之见ꎬ 甚望总次长采择施行ꎬ 会员等尤愿实心任

事ꎮ”􀃊􀁌􀁕这是中国近代交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ꎬ
体现出交通界的技术官僚对于铁路技术进步的热

心和努力ꎮ
近代中国铁路大多是借款修筑的ꎬ 由于债权

国不同ꎬ 各地路轨、 桥梁、 机车车辆等的标准相

差很大ꎬ 中国自办铁路的技术标准也不尽一致ꎮ
民初ꎬ 交通部即开始通过制订各种规章ꎬ 颁行各

种铁路标准ꎬ 实行新的会计则例ꎬ 推行统一的联

运核算制度ꎬ 网罗技术人员ꎬ 使得中央的铁路行

政管理部门具备了技术上的优势ꎮ 这种优势使得

地方性铁路难以完全脱离中央独立发展ꎮ
清末以来ꎬ 因债权国的关系ꎬ 各条铁路会计

制度也不尽相同ꎮ １９１２ 年ꎬ 我国自办铁路———京

张铁路进行会计制度改革ꎬ 开始采用西式簿记法ꎬ
并呈请交通部批准试行ꎮ 这是北洋政府时期最早

的一次特别会计改革ꎮ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ꎬ 京汉铁路会

办王景春倡议建立统一铁路会计制度ꎮ􀃊􀁌􀁖经交通部

批准ꎬ 成立 “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ꎬ 由前路政

局局长叶恭绰任会长ꎬ 王景春任副会长ꎬ 筹划铁

路会计改革ꎮ “本会举派各员ꎬ 半系毕业在西洋

会计财政专家ꎬ 半系部中及路上之员司兼任ꎬ 而

各路总会计华洋各员均任为本会参订员ꎬ 以便公

同讨论ꎬ 从事改革ꎮ”􀃊􀁌􀁗１９１６ 年以后的统一铁路会

计统计委员会ꎬ 有两种组织形式: 一种是所谓常

务委员会ꎬ 由当时交通部的高级会计人员兼任及

聘派的会计顾问等人专任ꎬ 总人数约六七人ꎬ 日

常办理或会商一切工作ꎬ 起主要作用ꎻ 一种是全

体会议ꎬ 由常务委员、 交通部的会计财务部门主

管和各铁路管理局的会计处长等有关人员参加ꎬ
讨论常务委员会交议的修订或制订的各种规章制

度和各铁路会计处提出的议案ꎮ􀃊􀁌􀁘委员会派员赴各

铁路 考 察ꎬ 并 聘 请 美 国 专 家 亨 利 􀅰 亚 当 斯

(Ｈｅｎｒｙ Ｃ. Ａｄａｍｓ) 为顾问ꎬ 制定了改良会计的

十项则例ꎮ 这些则例基本上统一了各路的会计科

目及会计核算方法ꎮ １９１７ 年ꎬ 交通部颁布 «国有

铁道会计法» «国有铁道会计规程» 及 «路政会

计规则» 等ꎬ 进一步明确特别会计的性质和科目

分类、 收支程序、 款项存放、 统计报告、 盈亏结

算拨补的方法ꎮ􀃊􀁌􀁙对于这套会计制度ꎬ 时人视为铁

路财政独立的关键制度ꎬ 其 “均本诸各国之经

验ꎬ 鉴于本国之事实ꎬ 作根本之计划ꎬ 为未雨之

绸缪ꎮ 此会计科目一经厘定ꎬ 于路事之或优或劣ꎬ
办事人之孰费之孰省ꎬ 不难一目了然”ꎮ􀃊􀁌􀁚

铁路技术管理是铁路部门发展水平和自主能

力的基本指标ꎬ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ꎬ 铁路技术、
路权还会延伸到中外关系、 产业管理政策层面ꎮ
具体而言ꎬ 其历史演变进程至少形成两条主线:
一是路权的自主与集中ꎬ 包含着从西方列强手中

逐步收回铁路管理权和建设权ꎬ 并形成以国有铁

路为主、 以中央专部管理制度为基础的产业体系

的进程ꎻ 二是铁路技术和管理的自主化程度逐步

提高ꎬ 包含着从技术输入、 人才培养到形成专业

化的管理制度、 路线规划、 建筑和设备生产能力

提高的过程ꎮ
清末民初ꎬ 列强通过提供贷款和直接投资等

方式ꎬ 控制了中国铁路的建筑与经营ꎬ 铁路成为

列强控制中国的重要工具ꎬ 路权丧失被视为国权

被侵害的最重要表现ꎮ 对外债的过分依赖是路权

丧失的根源ꎬ 铁路人才的匮乏导致借何国之款ꎬ
则用何国之人ꎬ 是路权丧失的直接体现ꎮ 受经济

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ꎬ 近代中国一直在寻求冲破

列强控制中国铁路建设的途径ꎬ 资金、 技术上的

自主化始终是两个核心目标ꎮ 清末的收回路权运

动、 商办铁路公司的兴起ꎬ 京汉、 正太、 胶济铁

路的赎回ꎬ 中国自主建设的浙赣、 粤汉、 湘桂、
陇海等铁路ꎬ 以交通大学为主体的铁路技术人才

培养教育体系的成型ꎬ 铁路技术标准的统一ꎬ 铁

路规划、 勘测和技术管理能力的提高ꎬ 初具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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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的制造能力ꎬ 等等ꎬ 均是铁路技术自主

化实践的成果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纂的 «中国

科技技术专家传略 (工程技术编交通卷)» 中称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ꎬ “铁路科技还是有不少

进展ꎬ 增育了一批科技干部和出色专家ꎬ 为以后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ꎮ”􀃊􀁌􀁛 近代铁路技术自主化程度

的提高ꎬ 伴随铁路技术人才队伍的本土化和产业

行政管理体系技术官僚体系的初步成形ꎮ 铁路技

术自主化所衍生的路权嬗变ꎬ 也是近代中国集权

化政治的构成要素之一ꎮ 从更宏观的层面而言ꎬ
铁路无疑是现代国家形成的促动因素ꎬ 技术在其

中担当了关键的角色ꎮ
此外ꎬ 专业性技术管理机构的设立ꎬ 使得中

央与地方在专业化管理能力方面形成了巨大差异ꎬ
中央部门的技术优势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对铁路管

理进行分权的势头ꎮ 地方政府难以跨越铁路技术

这一门槛ꎬ 不得不屈居于中央政府之下ꎮ 当然ꎬ
发挥这种优势的前提是中央政府具有集权能力ꎮ
若出现政治空间的地方分离态势ꎬ 这种技术约束

对于地方而言意义并不显著ꎮ 近代中国ꎬ 中央政

府实现对铁路技术的垄断性控制经历了一个较为

漫长的过程ꎬ 而基于技术官僚的中央集权制管理

体制的逐步成型ꎬ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动中的价

值是不容忽视的ꎮ 伴随着近代铁路技术自主化程

度的提高ꎬ 铁路技术人才队伍的本土化和产业行

政管理体系技术官僚体系初步成形ꎮ 从现代民族

国家的构成而言ꎬ 有诸多现代性要件ꎬ 最为基本

的是政治权威的集中化ꎬ 这部分得益于发达的通

讯与交通工具的应用ꎮ 铁路以垄断社会化的形式ꎬ
有助于建立专业技术程度化高、 非人格化的官僚

体系ꎬ 这显然是近代国家干预经济的管理体制所

需要的ꎮ 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段中ꎬ 朝野对铁路在

救国和治国的工具性认识ꎬ 与其说是对技术政治

的自觉认知ꎬ 倒不如说是源于对集权政治文化危

机的一种担忧ꎻ 铁路建设、 规划和集权化的管理

体制ꎬ 是顺应传统的文化理念的产物ꎮ

四、 技术官僚制度中的政治文化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而言ꎬ 中国集权主义观念

始终存在着ꎬ 国家行政权 (包括对铁路的控制

权) 无论在象征意义上或实质上都应集中于中央

政府ꎮ 在观念层次和政策层次上ꎬ 均有两种趋向:
一是公共利益只有通过中央权力才能实现ꎬ 中央

权力能将私利性行动引向集体目标ꎻ 二是中央依

靠掌握现代工程技术的官僚可以使政府最大限度

地实现公正和理性ꎮ 政府体制内的技术专家能够

最有效地动员私人利益ꎬ 使之为国家的集体目标

服务ꎮ􀃊􀁍􀁒从文化角度讲ꎬ 技术官僚的存续基础在于

他们是合乎政治目标和治理结构的技术合理性的

载体ꎬ 所谓技术合理性乃是体现在承续传统政治

文化的知识与运作模式之中ꎬ 其最为显性的表现

则是技术官僚如何嵌入具有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

政治变革和治国模式的转换过程之中ꎮ
政治的变革及所谓革命对专业性的技术官僚

的影响是有限的ꎬ 其对产业则具有实质性作用ꎮ􀃊􀁍􀁓

日本在明治前期工程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将发展重

心放在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上ꎮ 无论是工部

省系统的工部大学校还是文部省系统的东京大学ꎬ
主要培养的是政府部门技术官僚及国营工矿企业

的高级技术管理人员ꎬ 而非基层技术人员ꎮ􀃊􀁍􀁔晚清

时期ꎬ 中国也是以高级技术人员的培养为重点ꎬ
邮传部创办交通传习所毕业学生成为各铁路最早

的高层管理人员ꎮ􀃊􀁍􀁕民国以后ꎬ 赴美及日本留学的

中国工程师日渐增多ꎮ １９２８ 年ꎬ 各路员司出身交

大三校者有 ７００ 余人ꎬ “虽然仅占各路职员总数

的百分之三、 四ꎬ 但是多已跻身领导阶层ꎮ”
１９２５ 年时ꎬ 国有各路共有外籍职员 ３７８ 人ꎬ 至

１９３５ 年时ꎬ 仅剩 ５９ 人ꎬ 且多为借款合同中所规

定的ꎮ 可见本国高级技术人员的增多ꎬ 在很大程

度促进了铁路行业管理的专业精神的兴起ꎮ􀃊􀁍􀁖

中央政府对铁路技术与标准的控制ꎬ 反映出

一种产业政策背后的政治文化ꎬ “除了将国家利

益视为最高利益的国家技术专家之外ꎬ 没人能在

铁路规划中承担如此关键的角色ꎮ”􀃊􀁍􀁗这与 １９ 世纪

的法国一样ꎬ “法国就决定国家的技术官员必须

承担起规划整个铁路各级系统的职责ꎬ 并且从那

时起ꎬ 就否决了私人参与者和地方政府参与规划

铁路的资格ꎮ”􀃊􀁍􀁘在法国ꎬ “主要的利益集团是由国

家工程干部成员组成的ꎬ 最初是为了满足国王的

军事需要而设立的ꎮ 在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下是

一样的ꎬ 由技术专家构成的精英群体主导了铁路

融资辩论ꎮ 他们的兴趣是促进铁路事业的发展ꎬ
但推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体系ꎬ 并且维持在

他们的控制之下ꎮ”􀃊􀁍􀁙

近代中国虽然形成了从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

到留学教育比较完整的铁路技术教育系统ꎬ 但铁

路技术人才总体上是匮乏的ꎬ 未能形成真正意义

上的技术官僚集团ꎬ 占据铁路行政管理高位的不

是技术官僚ꎬ 仍然是政治官僚ꎬ 如盛宣怀、 梁士

诒、 曹汝霖、 叶恭绰、 孙科等ꎮ 像詹天佑、 凌鸿

勋等铁路技术专家ꎬ 虽然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

务ꎬ 但他们对中国铁路不具有决定性影响ꎮ􀃊􀁍􀁚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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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铁路管理的官僚成为铁路行业的主导

者ꎬ 他们借助技术专家ꎬ 形成有专业背景的 “路
界” 社会群体ꎮ 因而ꎬ 技术官僚队伍在组织程度

提高的同时ꎬ 也具有不纯粹性ꎮ 不少技术人员从

政心切ꎬ “谤者以为外国之技术专家ꎬ 无不讲求

学问ꎬ 故终身手不释卷ꎬ 著述宏富ꎬ 中国之技术

专家ꎬ 多假此途径以做官ꎬ 故疲精神于薄书衙

参ꎬ 所学久荒ꎬ 不求进益ꎬ 更何心得之可言ꎮ”􀃊􀁍􀁛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ꎬ 相对于政治官僚而言ꎬ 技

术官僚会将 “专业性” 放置在 “政治性” 之上ꎬ
让 “技术理性”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成为制

定政策的指导原则ꎮ 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ꎬ 技术

官僚又会考虑政治的现实性ꎬ 技术官僚可能在政

治上与政治官僚形成一种 “依附” 或 “庇护” 关

系ꎮ􀃊􀁎􀁒在北洋时期ꎬ 技术官僚的专业认同感及其与

政治官僚的关系ꎬ 可以通过专业性社团的组成与

运用呈现出来ꎬ 这类团体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自然是中华全国铁路协会ꎮ 他们通过社团的方式ꎬ
以其专业性知识和才能构建所谓路界中坚的形象ꎮ
同时ꎬ 他们以本土化技术专家的身份在维持路权

等方面ꎬ 为中外交涉提供舆论上的支持ꎬ 而这恰

恰是建立政治权威和新的行业治理制度最为重要

的基础ꎮ
中华全国铁路协会是民国时期影响甚为广泛

的行业性社会团体ꎮ 它成立于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ꎬ 由梁

士诒、 叶恭绰、 关庚麟􀃊􀁎􀁓、 詹天佑等人发起ꎮ 该

会主要吸纳铁路系统 “曾任及现任职事者ꎬ 与专

门毕业人员ꎬ 及财产事业与铁路有关系者”ꎮ􀃊􀁎􀁔 因

为其核心人物梁士诒、 叶恭绰等人也是交通系的

核心成员ꎬ 因而ꎬ 铁路协会与交通系存在着交叉

关系ꎬ 是交通系主要成员得以聚合的平台ꎮ 从铁

路协会的组织功能和实际运作来看ꎬ 它并非与特

定的政治派系相伴而生ꎬ 其专业性逐渐突显ꎬ 政

治功能日益淡化ꎮ􀃊􀁎􀁕从组织功能而言ꎬ 专业分工与

行政管理的现代性需求ꎬ 促进了技术官僚的产生

和发展ꎬ 也促使专业人员加强横向联系ꎮ 为了专

业发展ꎬ 为了加强相互间的信息交流ꎬ 组成了独

立于他们在官僚机构中的等级职位的专业行会ꎮ􀃊􀁎􀁖

另一方面ꎬ 铁路协会与铁路管理体系中央集权体

制是相契合的ꎬ 其组织运行的主轴是居于中央一

级管理部门的高级技术官僚ꎮ 孙中山也曾对以技

术人才为主体的铁路协会寄予厚望ꎮ “各出其经

验及专长以经营之ꎬ 鄙人可决中华民国为最富最

强之国ꎬ 亦可决中华民国为地球上最有名、 最富

强之国ꎮ”􀃊􀁎􀁗

铁路协会与近代其他专业性或行业性的社会

团体存在着微妙的差异ꎮ 它与近代商会、 同业公

会等整合性功能性强的团体存在明显差别ꎬ 也与

中国科学社、 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研究团体存在

着一定的距离ꎮ 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加强行业内成

员之间联谊ꎬ 并通过核心成员所构筑的社会权力

网络扩大 “路界” 的社会影响力ꎮ 铁路协会是以

专业人员为基础的行业团体ꎬ 形成遍布全国的组

织网络ꎬ 其基础在于中央政府对技术官僚的全面

掌控ꎬ 地方政府基本上失去了话语权ꎮ 这一组织

通过联结业内技术人员ꎬ 可以确保中央政府对铁

路的全面掌控ꎮ 政局稳定时ꎬ 中央政府通过这些

技术官僚实行各项改革ꎬ 不断规范和完善各项铁

路管理制度ꎬ 提高铁路建设和运营效率ꎮ 当中央

政府控制力下降ꎬ 地方坐大时ꎬ 这些专业骨干可

以有效抵制地方势力对铁路的冲击ꎬ 维持铁路运

转ꎮ 该协会有各省分会ꎬ 与地方政府并没有直接

的关系ꎮ 正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支持ꎬ 与同时期其

他铁路类协会相比ꎬ 其影响力更大ꎬ 存续时间更

长ꎮ 在铁路协会内部ꎬ 梁士诒、 叶恭绰和关庚麟

等核心人物的权威不断得到巩固ꎮ 尽管他们并没

有完全将铁路协会作为获得政治利益或行业利益

的工具ꎬ 这些 “路界” 权威型人物对协会的控制

是实质性的ꎬ 客观上这种外围组织也成为他们政

治地位的支撑力量ꎮ

表 ２　 铁路协会会员增长情况

时间 会员总数 (人) 资料来源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０ 余

１９１３ 年 ６ 月 １０００ 余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１５９２

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６１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７２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４３４２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 ４８３０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５２００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 ５４４２

交通部、 铁道部交通史编

纂委员会编: «交通史总务

编»ꎬ 第 五 章ꎬ 庶 政ꎬ 第

３９８ 页

　 　 铁路协会基于产业行政和技术管理的集中性ꎬ
将构建社会话语权的运作机制和集体意志的传播

渠道结合起来ꎬ 呈现出介于行业协会与同业公会

之间的过渡形态ꎬ 它既没有像同业公会那样可以

进行行业自律ꎬ 也不具备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功

能ꎮ 铁路协会显然是作为行业行政管理的协同性

外围组织而存在ꎬ 并借助 “路界” 这一以技术人

员为核心的行业力量服务于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

管理体制ꎬ 其组织形态及结构与铁路产业集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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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络化管理体制是相契合的ꎮ 若从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上讲ꎬ 铁路协会成为中央交通行政部门强

化控制行业网络的工具后ꎬ 地方很难获得行政体

系之外的行业团体的支撑ꎮ 透过这一以技术官僚

为主体的铁路组织ꎬ 呈现出产业行政管理中技术

支持和政治背景相参杂的特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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